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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球系统科学的重要进展在于拓宽了视域, 在空间域里向更深、更宏观和更微观的领

域推进, 加深了对圈层相互作用的理解. 由于固体与流体地球科学发展的起点在时间尺度上

并不相同, 也由于在时间上穿越能力的限制, 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在时间域里遇到的障碍比

空间域里大. 然而地球系统运行机制的探索, 只有穿越不同的时间尺度才能成功. 本文回顾了

地球系统科学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讨论了地球过程在时间尺度上的复杂关系, 
提出从建立时间序列、改变思想方法和研究计划入手, 穿越时间尺度、打通古今界限, 穿凿地

球系统时间隧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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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人类忙着跨越世纪、庆祝“千禧”的时候, 地球

科学却不知不觉地被推上了社会的“风口浪尖”. 1985
年发现臭氧洞, 1989 年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 全球禁

用破坏臭氧洞的人造氯氟烃. 接着, 全球性气候变化

成为政府首脑会谈的一个话题,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

效, 开始全球性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人类排放温室气

体和全球变暖两者之间是否就是因果关系, 目前还

存在争论; 但是全球气候变化占有各国政府内政外

交的核心地位, 却是不争的事实. 学术问题一旦进入

政治层面, 就会出现学科发展的天赐良机. 现在全球

变化就变成了社会的热点、科研的“显学”. 新世纪摆

在地球科学面前的新任务, 是要通过对地球系统的

理解, 制止甚至扭转人类造成自己生存环境恶化的

趋势[1]. 
与 200 年前以找矿为主要目标的地球科学相比,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时的任务是矿产资源勘探,  
现在新添的方向是环境变化预测. 资源勘探面对的

是过去, 研究的是结果; 环境预测面对的是未来, 研
究的是过程. 矿产勘探可以靠化石形态对比确定相

对年代作定性的探讨, 环境预测却要求通过实测数

据、数值模拟作定量的分析. 经过了 200 年, 原来泾

渭分明的学科今天又融合到一起: 资源勘探也要求

追溯成矿机理、进行定量计算, 研究油气成藏和金属

成矿系统; 环境预测也要求追溯演变历史、比较古代

实例, 研究圈层相互作用的地球系统过程. 两者的结

合, 就是地球系统科学.  
然而意识落后于存在. 学科的发展, 并不意味着

科学家研究思路会同步变化, 我们依然习惯于原有

的学科范围和研究方法, 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不妥. 
其实, 科学的发展既要靠技术进步与资源投入, 更要

靠科学家思路的新意. 本文的目的, 就是想从地球系

统科学思维的角度, 回顾这些年来在研究视域和思

维方式上发生的变化, 从而唤起改变原有思路、反思

研究方向的愿望.  

2  地球系统科学在空间域里的拓展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人类活动的温室效应问题引出

了全球变化的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扩展到整个地球

系统, 指出了地球科学各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引起了

从项目立题到研究路线的一系列变化. 具体的研究

工作可能没有重大的差别, 但是瞄准的科学问题变

了, 变得更有全球视野、更讲究数字化; 研究的视野

变了, 进入更深的层次、更大的空间和更小的微观世

界; 追求的目标变了, 从现象描述转向机理探索. 为
了具体说明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可以分三个方面

进行回顾.  

2.1  数字化的全球视野 

长期以来, 地球科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某个地

区, 涉及全球范围时, 只是些定性的讨论. 如今卫星

测量可以直接提供覆盖全球的数据, 各地台站的建

设又为全球性统计提供了条件, 于是定量的全球信

息大量涌现. 在前所未有的全球数据中, 包含着前所

不知的宝贵信息. 比如说, 陆地和海洋的生产力早已

分别研究, 但一旦用同一标准对两者作全球衡量, 就
发现海洋只占生物现存量总数的 0.2%, 比陆地低三

个数量级; 而两者的年生产总量却十分相近, 原因是

海洋生物的周转速率(约 2~6 天), 要比陆地生物(数年

至数十年)快三个量级[2]. 又如全球河流向大洋的沉

积物输运量, Milliman 等[3~5]近 30 年来差不多每隔 10
年汇总一次, 统计的河流从 67 条增加到 280 条、再

到 488 条; 他们发现 70%沉积物来自南亚、东南亚一

带, 至于沉积物的供应量, 并不是流域大小、而是流

域的地质因素在起决定作用, 由此发现山区小型河

流有极大的沉积量输出, 以前被低估了大约三个数

量级.  
如果考察全球性数据随着时间的变化, 就会发

现更多的科学问题. 就全球 CO2 排放来看, 人类活动

放出的碳到了大气里却发现增加量少了 1/3, 说明我

们对碳循环并不了解, 因而发动了各个学科一起寻

找“失踪的碳”. 水也一样, 全球变暖使得蒸发加快, 
全球的水文循环也应当加速, 大气里的水分应当相

应增加[6], 在许多地方, 也确实出现了降水增多的记

录[7]. 然而陆地加海洋的全球统计, 却反映出半个世

纪以来全球季风降雨有下降的趋势[8]; 世界 137 条河

流的统计, 也说明 2000 年和 1951 年径流量的总和几

乎没有区别, 半世纪来总量是稳定的[9]. 可见全球升

温和水文循环之间的关系并不那样简单, 其中还包

含有更为复杂、尚未认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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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球性数据向更长的时间序列推进, 带来的

是更多的新认识. 根据多种气候指标的汇总, Mann
等 [10]作出了近千年来北半球的温度曲线, 发现最突

出的特征是 20 世纪后期的异常升温, 使得曲线翘起,
被称为“曲棍球杆曲线”. 更长气候记录的汇总, 主要

来自世界大洋的氧同位素数据, 比如用 57 个站位资

料得出的 530 万年来的合成曲线[11]和根据 40 个站位

得出的 6500 万年来的合成曲线[12], 都揭示出地球轨

道变化对全球气候的驱动, 而每当重大的气候转折

期, 气候对轨道参数的响应方式也会发生转折. 这些

观测都带来了“为什么”的问题, 驱使研究向深层次推

进.  
这种全球性数据, 是遥测遥感和数据库等技术

发展的产物. 而这种全球视野的出现, 又必然带来宏

观思考的学术新意. 还是原来的事物, 但放宽视角、

从系统和立体的角度去看, 研究对象就会发生变化. 
还是那个海洋沉积, 从地球系统的宏观角度看, 其实

是大陆壳到大洋壳的物质转移中间站, 因此从集水

盆地山区剥蚀, 到河道的地貌演变与沉积搬运, 直到

输入海洋、堆积海底、最终形成地层, 是一个“沉积

过路系统(sediment-routing system)”[13], 需要“从源到

汇”作系统研究. 还是那个地磁场, 从地球系统的宏

观角度看, 就不仅是极性地层学的年龄问题, 它向上

是对于宇宙射线的屏蔽, 向下是窥视地球内核的窗

口, 需要和宇宙核素、地核流场联系起来研究[14]. 还
是那个潮汐, 但不仅是表层海水, 而是地球各个圈层

都有潮汐: 海洋潮向下, 是深海的水动力源头[15]; 大
气潮向上, 会影响电离层的密度分布[16]; 而固体潮甚

至可以诱发地震[17]. 地球上的万事万物, 都是地球系

统中的一部分.  
所以, 地球系统科学决不是地球科学又多了一

个分支, 它是地球科学研究思路的改变. 这种改变要

求地球科学工作者经历一种类似于“悟道”的改造过

程: 把原来熟悉的研究对象, 在更大的时空境界里重

新理解; 把原来习惯的研究思路, 在一个完整的系统

里重新调整.  

2.2  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人类生活在地球表面, 习惯于从表层看世界. 但
是地球系统是立体的, 从表层到深部存在着上下之

间双向交流的完整系统, 表面变化只是其中的一部

分. 一旦技术发展到具有为地球科学提供由表及里、

透视更深层次的能力, 就会真相大白.   

2.2.1  地面上下的双向系统 

人类最熟悉的地面水是河流, 古文明的发祥地

通常也在河流平原. 但是河水只占地球表层水量的

0.0001%, 对于相当于河水总量 6000 多倍的地下水, 
反而没有给予那么多的注意. 其实从宏观看来, 地表

的江河湖水, 无非是地下水出露在地表的“露头”; 而
陆地上的淡水, 也可以看作从雨水到海水的中转站. 
因此, 考察湖泊、河流或者湿地时, 不能只看地面的

水文条件, 而忘记了地表水和地下水是一个系统. 湿
地或者湖水的化学成分发生变化, 完全可以由于补

给的地下水而引起, 地面上看不出原因[18]. 这种现象, 
在沿海的泻湖和岩溶地区更为显著. 在热带玄武岩

或碳酸盐岩的海岸, 常有“滨海沼(anchialine pools)”  
发育, 这种从地面看来与海隔绝、而通过地下渠道与

海水相通的小型陆地水体, 其盐度与水面可以随潮

汐而变化, 还会含有特殊的海相动物[19], 给划分“海
相”与“陆相”界限的科学家出了个难题.  

由地表水和地下水共同组成的系统, 当然也有

地貌上的表现. 在岩溶区和干旱区, 同一条河流可以

在地面和地下交替流淌(参见文献[20, 21]), 我国仅西

南地区就有地下河流约 3000 条. 一旦地下水渗出地

面, 照样可以像地面河流一样剥蚀岩石、切割地形, 
甚至形成河网[22,23]. 这种所谓“渗漏剥蚀(seepage ero-
sion)”不仅地球上有, 火星上也有, 属于普遍规律[24]. 
然而更加壮观的, 应当是极地冰盖底下的水系.  

地球物理调查表明, 南极冰盖之下除岩石地形

十分复杂外, 还存在着约 145 个冰下湖泊, 湖水总量

可能相当于全球淡水的 25%. 其中最大的“东方湖”面
积为 14000 km2, 相当于半个贝加尔湖, 水深超过 500 
m, 数全球第七大湖[25], 据推算湖水的滞留时间长达

13300 年[26](图 1). 这类冰下湖有的是冰盖形成时留

下来的“古迹”, 有的是地热作用融冰造成的“新水”. 
不管成因如何, 这种夹在岩石地壳和数千米厚冰盖

中间的湖水, 应当很难有活动的余地. 但是卫星测高

的结果出人意料: 随着上覆冰盖压力的变化, 湖水可

以迁徙流动[27]. 比如冰盖穹隆 Dome C 区的冰下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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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极冰盖下的河流与湖泊 

揭起平均 2000 m 厚的冰盖(上方), 可以看到崎岖的地形和冰下湖、冰下河. 
据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org=NSF&cntn_id=109587&preview=false 

 
16个月里大约有 1.8 km3的水从一个湖流到了 290 km
外另外两个湖里[28]. 至于北极的格陵兰冰盖, 由于温

度比南极高, 夏季在冰面聚集成湖的融冰水, 可以沿

裂缝渗入冰底, 通过润滑作用引起冰盖不稳定, 并造

成冰底的快速水流 [29]. 地质时期里还发生过巨大规

模的冰下湖洪水事件: 距今 1440~1240 万年前的中新

世中期, 南极冰下湖水泄出, 留下了 250 m 深、600 m
宽的谷道, 推算当时流量可高达每秒 2×106 m3 万立

方的量级[30]. 
冰下湖的发现, 说明极地冰盖决不是静态的“白

色山脉”, 而是一个有液态水交织在里面的动态系统: 
从冰层、水层到岩层, 从冰盖上的融冰湖到下面的冰

下湖, 都在发生相互作用. 冰盖的消融, 不仅有冰盖

上方的气候因素, 还有冰盖下面的河流侵蚀作用. 冰
下水系在地球系统科学里的价值, 目前还难以估量, 
尤其是封存时间以百万年计的古老湖泊, 其中存活

的微生物群, 是未来研究的珍稀材料, 而冰下湖洪水

事件究竟会对大洋产生哪些影响, 都等待着学术界

有志之士前去揭晓.  

2.2.2  海洋上下的双向系统 

比起陆地来, 人类对海洋的认识更加表面化. 作

为陆地生物, 人类诞生以来就是站在海洋之外看海

水的. 无论从岸上还是船上, 都是自上而下看, 看到

的是一个单向运动的海洋: 物质和能量都是从海面

向海底传送. 洋底好比是世界的终点, 一度主张将核

废料倾入深海底下, 以为可以永远埋葬, 把海底当作

地球的垃圾桶. 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成熟, 人类潜入

深海, 立足海底向上看, 方才明白海洋是个双向系统: 
不但有自上而下, 还有自下而上的能流和物流.   

30 年前东太平洋中隆深海热液的发现[31], 改变

了人类对深海海底的看法, 也拓宽了海洋科学和生

命科学的范围. 350℃高温的“黑水”, 从 2600 m 深的

大洋中脊的热液口喷出, 冷凝成为金属硫化物的“黑
烟囱”, 滋养着依靠地热化学合成作用的“黑暗食物

链”, 是一个连科幻作家都感到意外的发现. 这个巨

型的能量与物质源泉位于大洋中脊, 是大洋板块生

成的地方, 也是地球深部通向表层的窗口. 海水沿着

海底的裂隙下渗, 到 4~5 km 深处与熔岩接触, 升温

到 300~400℃后重返海底, 将深部物质与能量带到表

层, 维持着特殊的成矿作用和生命系统[32]. 沿着全大

洋大约 6 万公里长的中脊链, 目前已知的热液系统就

有 100 多处. 据估算, 全大洋的海水每隔 500~1100
万年要到海底热液系统里循环一周, 如果把洋中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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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翼的扩散对流也算上, 循环周期就缩减到 100 万年. 
地球内部产生的热通量, 25%~30%由大洋热液系统

向外输送[33].  
深海热液并不是海底向上输送能量和物质的唯

一源泉. 2000 年在大西洋中脊水深 750~900 m 处, 又
发现了被称为“迷失城”(Lost City)的低温热液系统[34]. 
与现代洋壳形成的高温热液不同, 这次是在距离扩

张轴 15 km、150 万年前形成的大洋壳里冒出来的  
<40~90℃低温热液. 能量来自上地幔橄榄岩和海水

相互作用所发生的蛇纹岩化, 可以形成高达 60 m 的

碳酸盐质“白烟囱”, 而释出的甲烷又支持了以古菌为

基础的厌氧生物群[35].  
 热液之外还有冷泉, 在大洋的板块俯冲带和海

底的烃类溢出口都有分布. 海底沉积层里的水占沉

积层体积的 50%~70%, 当被大洋壳负载着向下俯冲

时, 水被挤出地层重返海水, 这种冷泉也会带上甲烷, 
造成碳酸盐沉积和冷泉生物群[36]. 在较浅的陆坡, 海
底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也会呈冷泉溢出, 造成碳酸

盐结壳和冷泉生物群, 甚至像南海北部那样出现“微
生物礁”[37], 或者在海底造成泥火山 [38]. 此外, 海底

的天然气溢出口, 也可以为深海珊瑚礁发育提供基

础[39].   
总之, 海底是“漏”的, 既有海水渗入地壳, 又有

流体从海底上溢, 将海底以下、以至地壳深处的物质

带入海水, 构成能量和物质的上、下两个来源, 在海

水中相互交流. 平均 3800 m 厚的海水, 上有来自热

聚变的太阳辐射能, 下有来自热裂变的地内热能; 上
有氧化环境下营光合作用的有光生物群, 下有还原

环境下营化学合成作用的黑暗生物群, 组成了一个

上下交流的双向系统. 至于这种双向交流是否适用

于海水的物理运动, 还是个新近提出的争论问题. 通
常把深部海水的流动归结为“大洋传送带”, 认为是北

大西洋深层水的形成, 带动了全大洋从表层到洋底

的循环, 因此深层流主要由表层流自上而下单向驱

动, 深海环流是地球表层气候变化信号的传递手. 这
种依靠海水密度差异驱动的“传送带”假说, 虽然在地

质界奉为圭臬, 却受到了物理海洋学的质疑, 认为在

理论上缺乏物理学的基础[40], 在实际上也得不到观

测结果的支持[41]. 海水的动力来自风力和潮汐, 由于

海底地形的起伏能够将海水的潮能转为内波, 因此

提出了潮能耗散为深海温盐流提供一半能量的新认

识[42]. 目前, 由风力和潮能推动大洋水流的假说尚待

论证[43], 内波如何推动大洋深部水体混合也还不清

楚[44], 从双向系统的角度认识海水运动, 还只能说处

在研究的起步阶段.  

2.2.3  地球表层和深部的双向系统 

上面说洋底是“漏”的, 其实地球各个圈层都“漏”, 
地球内部也不例外. 地壳就是“漏”的: 地幔的挥发性

物质, 不但可以通过岩浆入侵而穿越地壳, 从火山口

或者热液口喷出, 还可以在板块汇聚作用下, 穿过下

地壳之后沿着断层释放到地表[45]. 地幔也是“漏”的: 
根据锇同位素判断, 地幔柱从下地幔底部上升时, 带
有地核的物质 , 说明地壳和地幔之间也有物质交  
换[46].  

板块学说的确立, 为地球科学带来了革命. 但是

一场革命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板块下面还有>6300 
km 的岩石与铁核, 是人类对地球了解最少的部分; 
板块内部, 也有一大串等待解决的问题. 人类入地的

能力远远落后于上天, 对于地球内部的事情, 至今还

只能通过间接手段探听. 尽管钻穿地壳是几十年来

大洋钻探计划的一贯愿望, 直至今日“莫霍钻”未能实

现. 30 年来在东太平洋同一个站位钻探了 8 个航次, 
也只打进基岩 1836 m, 离莫霍面还十分遥远; 甚至

于莫霍面究竟是不是地壳和地幔的界限, 至今还是

个问题[47].  
其实地壳也是一种双向系统, 看来是表面的现

象, 往往有深层的根源; 以为是深部的过程, 实际上

会由表层引起. 华北稳定地块的“活化”是地面上看到

的现象, 而原因在于地壳之下, 在于岩石圈减薄、下

地壳拆沉[48]. 高原山脉的隆升应当是构造运动深部

过程的表现, 然而表层岩石的风化剥蚀, 同样可以通

过均衡补偿而引起构造抬升, 因此表层的气候可以

影响深部的构造过程[49]. 进一步说, 地幔也在接受板

块运动自上而下的影响: 表层物质通过板块俯冲, 可
以造成地幔物质的不均匀性[50].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的作用在地球深部并不鲜见, 关键在于采用适当的

手段加以发掘. 我国近年来在大别-苏鲁造山带, 对
于大陆地壳深俯冲与超高压变质的研究, 就是探索

地球表层与深部双向交流的成功之举. 比如地球表

层的氧、氢等元素, 随着板块俯冲到>200 km 的地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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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后又重新返回地表, 而超高压变质矿物中还保

留了俯冲前大气降水氧同位素的信息, 整个过程不

过 1~2 千万年 , 被称为地质上的“油炸冰淇淋”模   
型[51].  

上述陆地、海洋和地球内部圈层的例子, 都是地

球科学视野向深部拓展的进展, 其结果发现地球各

个圈层都是双向交换的系统, 圈层之间又有“渗漏”和
联通. 因此, 看到表层时应当注意深部, 而对于建立

在“单向”基础上的模型尤其要格外小心. 与此同时, 
地球科学的视野还在向更大和更小的尺度推进.  

2.3  向更广阔的空间推进 

半个世纪以来航天事业的发展, 使得地球科学

与空间科学结合, 开创了以行星尺度研究地球的新

时期. 恰如研究本国史需要学习外国史、研究本国语

言要学外国语言一样, 地球系统科学也需要研究其

他行星的历史, 尤其是与地球相近的内行星. 把视野

扩展到地球以外, 从太阳系、银河系以至宇宙范围来

看地球系统, 是地球科学研究史上的一次“改革开放”, 
其效果涉及地球演化的各种方面. 本文无意对比较

行星学进行系统介绍, 只是以太阳系内行星为对象, 
围绕行星“全球变化”的比较, 对地球系统的研究方向

做一点探讨. 

2.3.1  星球演化阶段的比较 

近 10 年来天文学的进展, 发现了许多太阳系之

外的行星, 但是迄今所知大约 250 颗行星, 都是以木

星类型的为主 [52], 对于研究地球系统的参考价值远

不如太阳系的内行星来得大. 比较水星、火星、金星

和地球四颗内行星的圈层结构, 可以看到固态部分

比较相近, 都有铁质的地核、石质的地幔和地壳(图
2(a)); 而流态的部分相差悬殊, 只有地球才有水圈, 
只有金星、地球和火星有大气圈, 但火星的大气极为

稀薄, 大气压力只相当地球上的 0.007[54]. 
这种差别, 反映了行星演化的阶段性. 太阳系内

行星形成的起点都十分相似, 但是演化的历史和现

今所处的阶段却大不相同, 以至不同星球的表面有

着不堪回首的差异. 形成于星球演化早期的表面, 满
布撞击坑, 如今天的水星和月球; 形成于火山活动期

的表面, 有岩浆覆盖, 如今天火星的北半球; 如果有 

 
图 2  内行星与月球的比较 

(a) 大小与结构; (b) 星球表面历史(包括火山、剥蚀、沉积、陨石

撞击对现有表面的改造), 显示大多内行星表面的活跃过程在 3~4
亿年前就已结束(据文献[53]) 

 
水和板块运动, 就会形成板块沉积型的表面, 如今天

的地球. 相比之下, 水星和月球都早已内部“熄火”, 
不再活跃; 火星 30 亿年前曾经有火山活动和水圈, 
形成过沉积岩, 到相当地球上太古代晚期时已经停

止, 只是几百万年前偶尔还有火山活动; 金星的表面

形成于地球的早古生代, 相对较新, 5 亿年前经火山

活动更新过的表面, 撞击坑就不如水星那么密集; 唯
有地球经久不衰, 至今还能充满活力(图 2(b))[54].  
 可见, 星球表面显示的活力在于圈层相互作用. 
一旦轻元素逸散, 水、气消尽, 只剩下石质表面, 外面

无从吸收太阳能, 内部如果还缺乏深部核反应, 便成

为“死球”, 水星、月球便是实例. 火星 30 亿年前曾经

有过辉煌, 而现在表面−60℃, 是个无生命、无板块、

基本上无液态水的“三无世界”, 处在长期的“冰室”状
态. 金星还有少量火山活动, 表面温度 460 , ℃ 长期

处在失控的“暖室”状态. 内行星的早期历史彼此相似, 
只有地球表面温度 15 , ℃ 始终保持着大气圈、水圈, 
还产生了生物圈, 以至能够保证“暖室期”与“冰室期”
之间的交替, 被喻为希腊神话里的盖娅地神[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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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星球表面特征的比较 

太阳系各个行星中, 以火星的研究程度最高, 一
方面因为离地球近, 另方面又因为火星的大气稀薄、

便于空间探测. 火星上的全球变化和表层演变过程, 
为研究地球系统提供了最好的对比材料.  

火星表面有明显的南北反差: 南半球老而且高, 
是环形坑密布的高原; 北半球新而且低, 环形坑少, 
两者之间平均有 5 km 的高差. 这种差异是火星地质

演化的结果: 南半球保留了火星形成初期的地貌, 是
35~45 亿年前被大量陨石撞击的表面; 北半球的平原

形成于距今 35~20 亿年前, 可能有过海洋发育, 造成

了较新也较平的地形, 不过与地球相比, 这些都已经

是晚元古代以前的事. 此后, 火山爆发事件还时有发

生, 火星上的 Olympus火山高 20000 m、直径 600 km, 
体积相当地球火山的 50~100 倍, 是太阳系里最大的

一个. 据推测, 这是 1~2 亿年前多次喷发的产物, 体
积庞大是由于火星缺乏板块运动, 总在同一地点反

复喷发的结果[56].  
2008年 5月, 美国“凤凰号”探测器在火星北极着

陆, 证实了火星上有水. 其实火星上水流活动的地貌

证据早已发现, 有河道、有干裂纹, 甚至有 7~8 km 深

的峡谷, 说明有过间断性的流体活动, 可能是火山活

动诱发温室气体释放, 造成短暂的潮湿环境所致[57]. 
而火星上沉积岩的发现, 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58].  
 火星研究的进展让地学界兴奋不已. 发现了沉

积岩, 火星地质学的内涵就大大超越了月岩研究的

范围; 岩浆活动和水流的地形, 是地貌学研究的绝佳

材料; 火星稀薄大气的强烈运动, 又使得大气科学界

大开眼界. 学术界提出了火星古老的地质年代表[56], 
探索着火星上的短暂而突发的气候活跃旋回[57], 而
且早就在讨论地球上生命来自火星的可能 [59]. 火星

上的全球变化, 是地球上全球变化难得的比较对象. 
不但火星上大气环流的模拟早已开始 [60], 古气候界

还为火星的冰期旋回计算出了轨道驱动的周期性[61]. 
在火星上, 地球系统找到了自己的“兄弟“, 地球科学

也从此不再是独子、孤本, 因为有了进行比较研究的

对象.  

2.3.3  星球流态圈层的比较 

火星的大气层尽管稀薄, 大气对流却相当强盛. 

火星的运转和地球相似, 一天 24 小时 40 分, 火星轴

倾斜 25.2°, 因此一年也有四季, 只是一年长度相当

地球的 687 天. 与地球最大的不同, 在于火星大气只

有一个全球的 Hadley 环流, 不像地球上南北半球分

别形成Hadley环流; 火星温差在于南北半球之间, 而
地球上最大的温差在热带与两极之间. 火星上缺乏

液态水, 属于“超级大陆性”气候, 加上地面干旱和粗

颗粒的土层, 风尘暴比地球上的规模大得多, 常常高

达 10 km. 与此相应, 火星只有春夏的“晴空季”和秋

冬的“风尘季”之分, 却没有冷、热或者干、湿的季节

性[56].  
金星上的大气压是地球上的 90 倍, 其中 98%是

CO2, 而 25 km 厚的云层主要由硫酸组成[62]. 面对今

天的金星, 地球可以看到自己的童年: 早期地球上的

大气层和今天的金星一样由CO2组成, 由于地球上有

海洋, 大量的 CO2 溶入海水形成了碳酸盐沉积, 又加

上后来植物的光合作用, 使得今天大气里的CO2只剩

下万分之几, 与火星同源而殊途. 其他星球的大气圈

也各不相同, 如木星有一万公里厚的大气层, 主要由

氢和氦组成, 而低温下冻结成颗粒状的氨和水分, 构
成了木星厚厚的云层[63].  

流态圈层值得研究的不仅是行星, 有些卫星其

实更加有趣. 木星的卫星特别多,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

是木卫-2 即 Europe, 这颗略小于月亮的星球也有地

核、地幔, 但是外壳居然是上万米厚的冰, 而冰层底

下是个极深的海洋[64,65]! Europe 的冰下大洋推测有五

万米深, 依靠潮汐的摩擦和地幔的热能保持液态, 其
中很有可能还有生命, 为我们的海洋科学界留下种

种想象的余地. 可惜去木星及其卫星都很不容易, 美
国计划 2020年发射的探测器, 要到 2026年才能到达.   

除了供比较之外, 地外星球对于地球系统还会

产生种种的影响, 比如潮汐和轨道周期的变化. 地外

因素当然不限于太阳系, 最近提出“宇宙气候学”, 认
为宇宙射线通过改变低云的水滴含量, 可以影响地

球上的气候, 而宇宙射线来自银河系中爆发的天体, 
同时还受到磁场的调控. 因此太阳系在银河系中所

处的位置十分重要, 地球在最近的 6 亿年中出现过四

次冰室期, 据说都和太阳与银河系旋臂相遇有关[66].  
现在, 地球科学和空间探测相结合, 比较行星学

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热门学科之一, 也吸引了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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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的兴趣. 我国的地球科学和航

天事业都在蓬勃发展, 但是两者很少结合起来, 以至

国外如此热门的新学科在国内竟很少提起, 个别热

心人的工作也难以得到重视. 其实和其他空间科学

一样, 大量研究材料都可以从开放的网上获得, 我国

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开展比较行星学的研究, 因为

它牵涉到我国地球系统科学的视野, 牵涉到地球系

统科学理论突破的前景.  

2.4  向更小的微观世界推进 

地球科学的视域扩大, 指的是跨越的尺度范围

增大, 而不是一味追求大尺度. 在向空间扩展视域的

同时, 技术发展也使地球科学进入新的微观领域. 原
子力显微镜、扫描隧道显微镜等种种新手段的出现, 
打开了前所未知的微观世界的大门, 惠及地球科学

几乎每一个学科.  另一方面分子生物学等新技术的

发展, 又开辟了微观生物世界的新领域. 下面就纳米

矿物和微型生物两个方面, 介绍微观视域给地球科

学带来的新意.  

2.4.1  纳米地球科学 

在 1~100 nm (即 10−9~10−7 m)尺度里研究物质

过程与特性的纳米技术 , 为地球科学开创了一个

新境界—纳米地球科学 . 从土壤到气溶胶 , 从
黏土到胶体矿物 , 地球科学里有的是各种各样的

细小颗粒 . 由于纳米尺度已经是单个原子和分子

的等级 , 一旦颗粒小到纳米级 , 许多原有的性质

就会发生变化 , 这在地球表层过程中十分常见 [67]. 
比如 Mn 的氧化, 影响到土壤和沉积物的吸附作用

和电位变化 , 是环境科学里的一种重要反应 , 其
中需要有赤铁矿起催化作用 , 但是其催化效率又

和纳米等级赤铁矿的颗粒大小相关 . 实验表明 , 7 
nm 的赤铁矿比起 37 nm 的赤铁矿来 , 催化效率要

高出 1~2 个量级 [68].  
纳米级矿物颗粒, 在海洋里的分布极其广泛, 正

确识别纳米矿物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作用, 是
一个关键问题. 比如铁是海洋生产力的重要限制元

素 , 生物能利用的只是溶解铁. 按照传统定义凡是

<400 nm 的都算“溶解铁”(dissolved Fe), 其实在 20~ 
400 nm 之间主要是胶体 , <20 nm 的才是“可溶

铁”(soluble Fe). 两者的区分十分重要: 海水里随风

尘降落而浓度急剧变化的是胶体铁, 可溶铁的浓度

却相当稳定[69]. 除风尘之外, 河流和冰山也是海水里

纳米颗粒的重要来源, 仅每年通过融冰水和冰山运

到海洋里的悬移物质就有 2900 Tg·a−1 之多, 基本上

属于~5 nm 大小, 其中的氢氧化铁能为生物所用[70]. 
有人推测, 盛冰期时冰山输运增加, 由此带到大洋的

铁所产生的“铁肥效应”, 就足以使大气 CO2浓度降到

冰期水平[71].  
大气里的气溶胶, 相当一部分属于纳米粒级, 但

不同大小的粒级也有着性能上的差异. 比如海洋上

由于溅浪蒸发形成的盐类气溶胶, 能够成为云核促

进云层的发育. 但颗粒过小时吸引水分长成云核水

滴的能力不足, 只有>40 nm 的 NaCl 颗粒才有利于云

核生长[70].  
总之, 纳米地球科学目前处在诞生期, 今后的发

展必将带来巨大的影响. 纳米科学介于传统尺度和

量子尺度之间, 至于地球科学向微观世界推进是不

是就以纳米为限, 恐怕还要几十年以后才见分晓.  

2.4.2  海洋微型生物 

20 世纪末期科学向微观世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是巨量海洋微型生物的发现. 海洋微型生物泛指小

于 100~150 μm 的生物, 包括细菌、古菌和真核生物. 
原来的概念里细菌总是与疾病联系在一起, 而海洋

细菌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些重要的海洋细菌自

己能进行光合作用, 是海洋里的生产者, 其中包括

0.8~1.5 μm 蓝细菌聚球藻 Synechococcus 和只有

0.4~0.8 μm 的原绿球藻 Prochlorococcus[72]. 用细菌的

“视野”看海洋世界, 1 mm3 海水里通常含有 10000 个

病毒、1000 个细菌、100 个原绿球藻、10 个聚球藻、

10 个真核藻类和 10 个原生生物, 这些大小不等的微

型生物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 构成了一个我们

不熟悉的微观生物世界(图 3(a))[73].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 海洋里最主要的生物不是

鱼虾, 而是微型生物, 海洋生物量的 90%属于微型生

物 ; 如果论个数 , 数量最多的“生物体”(biological 
entities)是病毒. 每一毫升(mL)海水中有上百万个病

毒, 论个数占了大洋中有核酸颗粒的 94%, 估计全大

洋有 1030个病毒, 连起来长度超过 60个银河系, 但是

毕竟个体小, 论生物量在大洋只占 5%. 有细胞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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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海洋的微型生物 

(a) 海洋有机物的大小范围(据文献[73]改绘); (b) 海洋微生物生物量和丰度比较(据文献[74]改绘). POC, 颗粒有机碳; DOC, 溶解有机碳 

 
原核生物, 论个数占大洋有核酸颗粒总数不到 10%, 
而生物量却超过 90%(图 3(b))[74].  

海洋微型生物的惊奇还不止于此. 在海底以下

至少上千米的深处, 居然还有巨大数量的微生物生

活着, 甚至深海玄武岩里还有细菌生活, 构成所谓的

“深部生物圈”. 据估算, 地球上活的生物量, 30%是

在地下的“深部生物圈”里; 而地球上的原核生物, 竟
有 55%~85%是在地下的“深部生物圈”里！ 这样, 地
球上生物圈的分布范围就大大扩展, 一直深入到岩

石圈以内[75,76].  

2.4.3  微型生物与碳循环 

海洋微型生物的新发现不仅改变了细菌只是异

养、海洋生产力就是浮游植物的陈旧概念, 而且还揭

示了生物利用能源途径的多样性. 与陆地植物不同, 
海洋微型生物中有许多特殊的光合作用途径, 比如

上面提到的原绿球藻, 叶绿素和光合作用都与众不

同; 而有的非光合作用浮游细菌, 能采用别的方法将

光能转化用作新陈代谢的能源 [77]. 至于“深部生物

圈”和深海热液生物群一样, 在黑暗而缺氧的环境下

依靠地球内部的能量, 是生物利用能量的一种比光

合作用更加古老的途径.  
迄今为止, 海洋碳循环的研究很少考虑微型生

物的贡献. 海洋生产力与碳循环的模型, 基本上是建

立在浮游生物和颗粒有机碳的基础之上, 但是海水

里的有机碳中 90%是溶解有机碳, 海洋生物量中 90%
是微生物, 忽略了两个 90%的不可能是正确的模型, 
一系列的基本概念有待纠正.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

提出了“微食物环(microloop)”的概念 , 认为浮游动

物、植物产生的溶解有机碳, 可以被细菌吸收利用形

成颗粒有机碳, 再通过原生动物的摄食重新回到主

食物链, 展现了海洋碳循环的新环节. 但这还只是一

部分, 海洋溶解有机碳中 90%~95%是难以为细菌降

解的“惰性溶解有机碳”, 在海洋里起着“非沉降生物

泵“的作用[78]. 所有这种种过程, 都有待纳入海洋碳

循环的模型中去.  
最近一项重大发现是深海病毒对碳循环的影响. 

如所周知, 病毒没有细胞结构、但是有遗传和复制等

生命特征, 算不算生物都有过争论, 过去主要因为其

病害作用才受重视. 20世纪 90年代起, 认识到海洋病

毒的重要性: 浮游病毒作为海洋微型生物的“杀手”, 
通过对宿主微型生物的裂解, 改变着海洋生态系统



 
 
 

 
汪品先: 穿凿地球系统的时间隧道 
 

 

1322 

中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形成“病毒环(viral loop)”或者

“病毒回路(viral shunt)”, 能够提高生物泵的效率, 改
变海洋微型生物的丰度次序[74]. 2008 年底, 又发现病

毒是“深部生物圈”里 80%微型生物的“杀手”, 通过

“病毒回路”每年为海洋输送 3.7~6.3 亿吨的碳, 是深

海碳循环的重要角色 [79,80]. 一旦明确了它们在深海

碳循环中的作用, 必将有助于解开碳循环在地质尺

度上的疑窦.  
无论纳米矿物还是微型生物, 都是地球科学在

微观尺度上的拓展. 尺度上的拓展, 带来研究角度的

变化. 就微型生物来说, 需要在纳米到微米的尺度上

研究微型生物的生态学, 然后才能认识他们在全球

碳循环中的贡献 [81]. 以地球圈层相互作用为对象的

地球系统科学, 通过向更深的层次、更大的空间和更

小的微观世界推进, 扩大了在空间里的视域, 标志着

地球系统科学的重大进步. 而圈层相互作用的过程

是在时间里发生的, 为此需要讨论地球系统科学在

时间域里的进展.  

3  地球系统科学在时间域里的汇合 
构成地球系统的圈层, 是在空间里的划分. 与此

同时, 不同圈层的运动过程还有着时间尺度上的差

异, 总体说来流态圈层的过程比固态的快, 密度小的

圈层变化速率高于密度大的圈层; 即使在同一个圈

层内部, 不同过程的时间尺度也有千变万化. 关于地

质、地貌各种过程的速率差异, 20 年前就有过专著总

结[82], 无须在此重复. 这里要讨论的, 是地球系统科

学在时间域里遇到的问题, 而这要从地球科学的历

史说起.  

3.1  地球科学的“古”“今”鸿沟 

地球科学不同的学科, 有着不同的来源. 以寻找

矿产资源起家的固体地球科学和预测风向、警告洪灾

的流体地球科学, 从诞生起就不相同. 地质学的诞生

是找矿的需要 . 当时被看成 “挖沟仔 ”的史密斯

(William Smith), 根据“有同样化石的地层年龄相同”
的假设, 在 1799 年绘制了第一张地质图, 被后人称

为“地质学之父”[83]. 如此建立起来的地质学, 需要的

是标志地层的符号和地质历史的结果, 而并不关心

今天的过程或者明天的变化. 相反, 当 1686 年哈雷

(Edmond Halley)制作第一张信风和季风分布图的时

候, 关心的是今天的过程, 也不会去捉摸多少万年前

的古代风场. 长期以来, 固体和流体的地球科学就像

“两股道上跑的车”, 各自分别在“古”和“今”两个不同

的时间域里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 这种分野日益模糊. 一方面, 

矿产勘探开发的深入需要了解矿床形成和破坏的过

程, 地质灾害的预警更要求知道今天和明天的变化, 
从“古”向“今”推进; 另一方面, 大气和海洋科学为预

测未来的变化 , 也必须研究过去的变化, 从“今”向
“古”延伸, 这也就是地球系统科学在时间域里的发展

趋势. 下面的讨论将要展示: 处在时间尺度两头的学

科正在相向而行 , 然而两者之间的鸿沟依然深邃 . 
“今”、“古”之间并不应该是时间尺度上的区别, 所谓

“现代过程”本身就包括地质尺度的长期变化, 所谓

“古代过程”也可以和“现代过程”在相似的时间尺度

上进行研究, 两者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科发展

历史和时间分辨率技术限制的产物.  

3.2  地球系统时空尺度的连续性 

近代科学的发展表明, 地球系统的过程无论时

间还是空间上都具有多尺度的性质, 而且这些尺度

构成连续的序列, 其间的间隔与鸿沟其实只存在于

我们的脑子即认识之中.   

3.2.1  现代过程研究向长时间序列发展 

随着地球科学预测未来任务的加重, 现代过程

长序列记录的重要性也愈益突显, 而且在大气与海

洋科学中格外明显. 大气CO2浓度变化的记录是最好

的例子. 研究碳排放的温室效应, 不能只看这几年, 
而现在最长的记录来自夏威夷 Mauna Loa实验室, 从
1958 年开始测量直至今日[84], 证明半世纪来 CO2 浓

度一直在上升. 然而当时对温室气体并无兴趣, 起初

对 CO2 浓度测量的成果并不重视、也不容易发表, 而
现在成了大气化学全球最宝贵的长记录, 是温室气

体浓度增高最为直接、最为准确的证据, 更早的记录

就只能借助于冰芯气泡里大气成分的分析.  
另一项长期观测的重要成果是厄尔尼诺成因的

发现. 20 世纪 60 年代已经知道厄尔尼诺是热带太平

洋海气相互作用中的重大异常, 但是不明白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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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1985 年开始, 在太平洋赤道两侧投放了将近 70
个锚系, 对水文、风速、风向等连续观测十几年, 追
踪大气与上层海水的变化, 终于揭示出西太平洋暖

池次表层水温与东太平洋上升流的关系. 原来发生

在东太平洋表层海水的异常, 根子在西太平洋的次

表层, 从而为提前一年半载预报厄尔尼诺提供了科

学依据[85].  
对海洋沉积过程认识的一次重大变化, 来自沉

积捕集器的发明. 早先认为, 浮游生物尸体和悬移颗

粒像雨点一样均匀地垂直降落海底, 20 世纪 70 年代

晚期发明的沉积捕集器, 定期连续收集海水中的沉

积颗粒、测定表层大洋的输出通量, 发现远洋沉积并

非均匀发生, 而是一种脉冲式的“事件”过程, 并且证

明了浮游生物勃发在沉积过程中的重要性 [86]. 连续

观测对深海沉积学的另一重大贡献, 是深海“海底风

暴(deep storm)”的发现. 1978 年起在加拿大岸外的北

大西洋深海区, 设计了专门设备进行连续观测. 7 年

现场试验的结果, 发现表明海底以上 10 m 处的最大

流 速 可 达 15~40 cm·s−1, 悬 移 物 浓 度 高 达

3500~12000 μg·L−1, 这种“海底风暴”平均每年发生

8~10 次, 每次延续 2~20 天[87]. 这次发现, 从根本上

改变了深海动力学的概念.  
由此可见, 只有长期观测才能获得地球系统中

变化速率的客观数值. 对于地质过程, 往往是“测量

的时间越短, 运动的速率似乎越大”, 因为“大部分地

质过程是间歇性的, 快速变化总是和更长的宁静期

交替出现”[82].   

3.2.2  现代过程时间尺度的多样性 

地球系统科学在时间域里的一项重要进展, 是
对于现代过程时间尺度的新认识. 从前认为地质作

用是超越人类观测范围的缓慢过程, 现在随着观测

与计时精度的提升, 地质过程的真实速率已经展现

在我们眼前. 比如板块运动, 根据卫星定位的精确测

量, 我国东部正以 11~12 mm·a−1 的速率朝南东东方

向移动, 而菲律宾海板块以 70 mm·a−1 速率向北西方

向推进, 因此两者相对汇聚速率为 80 mm·a−1; 这种

汇聚速率又不是均匀分布, 其中在台湾岛的海岸山

脉与中央山脉之间的汇聚速率就高达 31~33 mm·a−1. 
这里沿着断层发育的秀姑峦溪, 有一座玉里桥东西

两端相距只有 575 m, 而 1995~1999 年间测量表明, 
桥两端正以 22 mm·a−1的速率相向汇聚[88]. 与这种惊

人的运动速率相比, 我国东部大陆壳内部的位移就

慢得多: 1998~2005 年间, 华北与华南之间沿秦岭-大
别造山带的相对位移速率只有 3.1 mm·a−1[89]. 所以

说, 只要把测量的精度提高、把观察的视野拓宽, 所
谓“移山倒海”、“海枯石烂”的变化, 不再是神话般的

地质历史, 它们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 都
是发生在眼前的“现代过程”. 

这种快速与慢速运动的对照, 在海底扩张速率

中同样明显. 同是新生洋壳诞生地的大洋中脊, 东太

平洋的扩张速率高达 100~200 mm·a−1, 而印度洋却

不足 20 mm·a−1, 分别属于快速和超慢速的扩展过 
程[90]. 甚至地震也有快慢之分. 美国和加拿大西海岸

外的 Juan de Fuca 板块, 向东俯冲到北美陆地板块之

下, 近百万年来平均速率 40 mm·a−1, 每隔五、六百

年可以产生一次 8 级、甚至 9 级的大地震. 但是近年

来的连续观测发现, 在 25~45 km 的深处板块在缓慢

俯冲, 属于安静的“慢地震”, 只是每过 15个月左右会

有一次“颤动(tremor)”, 在 10 多天的时间里突然移动

几厘米[91,92]. 这种“慢地震”在几十分钟到几个月之间

释放能量, 和在几秒钟之间释放能量的“正常地震”大
不相同. 这项发现改变了对地震能量积聚与释放机制

的认识, 原来这也是一种间隙性、而不是渐变的过程.  
地球系统中同一过程的快速与慢速并存, 是一

种普遍现象. 海洋沉积作用的间隙性前面已经讲过

(见 3.2.1), 而最大的快速沉积事件是海底滑坡, 比陆

上滑坡的规模可以高出 2~3 个数量级, 这是沉积物从

陆地跨过陆坡进入大洋深海底的基本机制之一. 挪
威岸外的一次滑坡, 沉积物体积达 3000 km3, 移动距

离 800 km, 影响挪威陆坡的面积达 95000 km2[93]; 而
夏威夷 Oohu 岛外一次滑坡, 体积竟达 5000 km3[94]. 
甚至于平时不易察觉的水气交换, 在一定条件下也

可以成为灾变事件. 20 世纪 80 年代西非喀麦隆两个

湖泊先后发生爆发性的“湖喷”, 原来溶解在湖水里的

CO2 突然气化喷出, 使成千人窒息致死. 同样的现象, 
完全可以在海水里发生[95].  

总之, 现代过程的速率可以有几个数量级的差

别. “短促地震的位移可以比克拉通的长期运动快百

万倍, 潮湿热带的高山剥蚀可以比温带低地快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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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三角洲沉积比深海沉积至少快 1000 倍, ……”[82]. 
在现代过程时间尺度多样性面前, “现代”与“地质”尺
度的“古”、“今”界限已经突破.  

3.2.3  古代过程研究向定量化和“现代化”发展 

时间尺度的突破, 同样也发生在“古”的方面. 利
用高精度的测试技术和高分辨率的测年手段, 一些

地质历史上的事件已经可以用类似研究现代过程的

方式加以探讨. 6500 万年前的白垩纪大灭绝, 在地学

界早已“家喻户晓”. 现在根据地层里的铱异常和冲击

石英, 结合撞击区的地震勘探, 给出了当时最可能的

具体过程: 一颗大约 10 km 直径的小行星侧向撞击

在墨西哥尤卡坦 (Yucatan) 半岛区 , 形成了直径近

200 km 的巨型陨石坑. 撞击产生的尘埃和硫酸气溶

胶造成了酸雨, 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地面太阳辐射量

又减少 10%~20%, 结果导致了生物的大灭绝[96]. 尽
管其中许多推算存在争论, 但是研究的时间尺度已

经和现代过程相对应.  
大洋钻探近年来又证实了一次古新世末的灭绝

事件: 5500 万年前由于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突然分解, 
导致大量底栖生物灭绝, 释出的甲烷气引起温室效

应 , 使得高纬区海面温度上升 9℃ , 底层水温上升

4~5 . ℃ 由于甲烷释出的 C 总量高达~2 万亿吨, 海水

随之“酸化”, 深海碳酸盐迅速溶解, 结果在不到一万

年的时间里 CCD(深海碳酸盐补偿深度) 下降约 2000 
m, 以后再经过 10 万年以上的长期过程方才恢复[97]. 
这次所谓的“古新/始新世高温事件(PETM)”, 对于处

理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开发海底“可燃冰”, 提供了

极其宝贵的历史教训.  
高分辨率的地质记录, 当然离现代越近保存越

多. 吸引社会广泛注意的是末次冰期后回暖过程中

的突然变冷事件 ,  其中最著名的是 “新仙女木期

(YD)”事件. 距今 12900 年左右, 正在逐渐变暖的气

候突然回冷, 从格陵兰冰芯看可能降温 15℃, 降尘量 
大增, 而降雪量却减少一半. 经过 1300 年后又突然

返暖, 而且变得更快: 近 40 年内上升 7℃, 降尘在不

足 20 年内下降一倍, 冰雪堆积速率在 1 年以内增加

90%[98]. 另外一次返冷事件发生在距今 8200 年前, 从
格陵兰冰芯的纪录看历时 160 年半, 降温(6±2)℃[99]. 
和新仙女木期一样, 这次变冷的原因通常也归结为

北大西洋深层水的产生速率下降[100], 这也正是当前

全球气候变化所面临的问题. 这类气候突变事件的

成因, 其实并不清楚, 最近在新仙女木期地层中发现

纳米金刚石, 提出了彗星影响的可能性[101]. 无论其

成因如何, 这种灾变性的变化速度对于人类社会造

成的威胁, 足以引起所有政府的关注.  
归纳起来看, 现代过程的研究强调长序列记录, 

地质过程的研究强调高分辨率, 两者正是在探索机

理的共同目标下, 相互汇合. 站在地球系统科学的高

度看, 这是被不同学科分隔成为片断的时空连续系

列, 朝向其自然面貌的回归.  

3.3  地球过程时间尺度的连续性 

在论证了“古”“今”时间尺度的统一性之后, 就可

以对地球过程的时间尺度的整体进行讨论. 前面已

经谈到, 同样的过程通常有快速与慢速之分(见 3.2.2). 
如果对于地球系统中各种时间序列加以分析, 就不

难看出在同类过程之中, 存在着不同尺度的叠加; 在
同一原因引起的不同过程之间, 又存在着时间尺度

上的差异.   

3.3.1  不同时间尺度的叠加 

地球系统中广泛存在的旋回现象, 往往在不同

时间尺度上发生并且相互叠加. 温度是地球表层变

化中研究最多的一项环境参数, 通常以冰盖的消长

作为衡量标准, 而海水中的氧同位素为此提供了最

为方便的标志. 根据极地是否有大型冰盖发育, 地球

历史上有 108 年等级的“暖室期”与“冰室期”的交替, 
“冰室期”内又有 104 年等级的“冰期”与“间冰期”的周

期, 而冰期之内又有 103 年等级的“冰阶”与“间冰阶”
的轮换. 这三种尺度上的变化属于不同因素驱动的

结果: 108 年等级的通常认为由构造因素造成, 104 年

等级由地球运行轨道变化引起, 103 年等级属于气候

系统内部因素变化的结果[102]. 某一时间里观测到的

冰盖消长或温度升降, 必然是三种尺度变化相互叠

加的结果, 同时反映着三类驱动因素的影响, 因此只

有通过梳理才能认识变化的原因.  
地球磁场变化, 是地球系统过程中另一个热门

话题. 不同时间尺度的地磁场变化, 为海陆的地层对

比和板块的古地理再造提供了宝贵依据. 在极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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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学里通常使用的是地磁场倒转的“极性带(Chron)”, 
一般延续 2~3 Ma, 当前的布容正向期才过了 70 多万

年[103]. 在这 106 年尺度旋回以上的, 有 107~108 年尺

度的“极性超带 (Super-Chron)”, 白垩纪中晚期连续

~3400 万年的正向期, 就是极性超带中最清楚的一 
个[104]. 近年来的进展在于晚第四纪高分辨率的磁性

地层学, 包括极性偏移和地磁场古强度的研究. 在布

容正向期内, 就发现有 11 次短暂的负极性时期, 松
山反向期内有更多次短暂的正极性时期, 都叫做”极
性偏移(excursion)”, 每次相隔数万年、延续不足 5000
年 [105]. 同时, 地磁场除极性倒转外, 磁场强度也在

不断发生变化, 可望成为高分辨率的地层对比标准.

因此, 在极性超带(107~108 年)、极性带(106 年)和极性

偏移(103 年)之外, 还正在探索建立高分辨率古强度

(paleointensity)序列的可能. 有趣的是每次极性偏移, 
都对应于磁场强度的低谷(图 4)[14,105]. 

类似的多尺度叠加现象, 在地球系统中十分常

见, 但不见得都像冰盖和地磁场那样系统化. 海洋的

碳酸盐沉积就是一例: 60年前已经发现更新世深海沉

积中的碳酸盐丰度(%)有周期性变化, 可以与冰期旋

回对比, 属于 104 年等级的旋回[106]; 后来在晚中新世

深海沉积中, 又发现了碳酸盐丰度 106年尺度的变化, 
如约 9~7 Ma前的“碳酸盐崩解”与 6~4 Ma前的 “碳酸

盐勃发”[107]; 更长的还有显生宙“文石大洋”与“方解

 
图 4  磁性地质年代的不同时间尺度 

(a) 近 500 万年来的磁性倒转; (b) 松山反向期内的极性漂移(箭头所示)和磁场强度(10 点平滑). 据文献[105]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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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大洋”在 108 年尺度上的交替[108], 同样也是碳酸盐

生产与保存条件的旋回. 由于这三种尺度的变化是

在不同地质时期得出的结果,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至今缺乏系统的认识.  
各种尺度的旋回或者节律[109], 从构造到沉积的

各种地质记录中都有出现, 而应用上首先是地层对

比. 上面所举三种, 也就是“同位素地层学”、“磁性地

层学”和“碳酸盐地层学”的基础. 地层对比固然重要, 
对于地球系统科学来说更为根本的是要揭示其中的

机理、理清头绪, 对比才能正确, 这一点我们后面还

要讨论(4.2.1).  

3.3.2  不同过程的时间差异 

响应与反馈, 是地球系统内部联系的基本方式. 
既然不同过程可以有不同的速率和时间尺度, 对同

一事件的响应就会出现时间差异. 晚近时期里最为

突出的变化是冰期旋回, 两万年前有 1/3 的陆地压在

数千米冰盖之下, 经过 8000 年左右的融冰过程, 进
入今天的间冰期, 大地回暖、万象更新, 但是并非所

有的变化都同步发生. 冰盖消融使全球海面上升, 但
由于地壳的均衡补偿作用, 原来压在冰盖下面的斯

堪的纳维亚半岛至今还在反弹, 相对来说海平面反

而在回落; 冰期时出露水面的陆架发生海侵, 但是陆

地输出的海洋沉积只够覆盖河口附近, 大片的陆架

依然被冰期的“残留砂”覆盖, 因此表层沉积不等于现

代沉积[110].  
甚至海水的化学成分 ,  也显示出冰期后的“迟

到”现象. 海水中溶解的 Sr, 是由河流输入的大陆风

化产物, 和大洋中脊扩张带来的热液成分共同组成, 
海水的同位素 87Sr/86Sr 比值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平衡. 
近几百万年来, 海水 87Sr/86Sr 比值以 0.000054 Ma−1

的速率递增 , 热液的输出通量已知为(0.5~3)×1013 
kg·a−1[111], 如果按照现在河流输出的 Sr 通量计算, 
87Sr/86Sr 的增长速率应当是 0.000425 Ma−1, 比上述值 
高 8 倍. 今天大洋的 Sr 收支失衡, 原因在河流输入的

通量缺乏代表性: 末次冰消期大陆风化速率特别高, 
直到现在还未与冰后期气候平衡, 造成了河流 Sr 通

量的异常高值[112]. 具体说, 冰期时产生出大量新鲜

的黄土状细颗粒, 有利于化学风化作用[113]; 加上冰

消期河流沉积速率可以成 10 倍增长, 提高了海水中

Sr 来自河流的比例[112].  
地球表面过程的这类“迟到”现象十分普遍, 包

括当前的温室效应: 从温室气体排放到气候效应, 其
间有几十年的迟到. 现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是过去

排放的结果, 即使不再排放也还有尚未发挥的温室

效应, 足以再引起 0.5℃的升温[114]. 在更长的尺度上, 
气候变化的轨道驱动, 从太阳辐射量变化到冰盖消

长, 也有数千年的迟到, 造成“相位差”[115]. 正是这种

迟到效应造成地球系统过程的复杂性, 同一事件的

效应可以在不同时间里出现, 而同一时间里出现的

可以是不同事件的反应. 不同海底的“表层沉积”会产

生于不同时期, 不同深度的海水会测出不同的年龄, 
说明地球表层在空间里呈现的差异, 往往是时间差

异的投影.  
这种差异性的重要价值, 在于对以往事件的“记

忆力”. 由于气温通过岩石的扩散作用十分缓慢, 今
天钻孔里测到的温度剖面可以用来测算古气温, 比
如说距今 10, 100, 1000 年的温度, 会相应在地下 25, 
80 和 250 m 深处造成异常值[116]. 相反, 如果对于时

间差异不加分辨, “记忆力”效应反而会造成对现代过

程的误解.  

3.3.3  时间尺度上的拓展与汇合 

如上所述, 地球系统在时间尺度上是一个连续

体, 各种不同速率的过程通过不同时间尺度的叠加, 
交织为一个复杂的整体. 和空间域里一样, 科学在时

间域里也大幅度地拓展了自己的视野, 正在进入更

短和更长的时间尺度. 2007 年, 美国科学界为能源科

学新挑战选择基本问题, 结果认为应当在于微观世

界, 也就是要在电子尺度上控制物质过程, 而相应的

时间尺度是微微微秒(attosecond, 即 10−18 s), 属于量

子尺度[117].  
和地球科学关系更加密切的是时间的宏观尺度. 

对于地球形成以前的历史, 无论从宇宙大爆炸到出

现第一颗星球之间所谓“宇宙黑暗期”的探索[118], 或
者是利用陨石的同位素分析对太阳系起源的研究[119], 
都取得了辉煌成绩. 而关于地球形成早期过程的研

究, 对地球系统科学的意义尤其重大. 根据陨石同位

素分析结果, 距今 4567 Ma时太阳星云里出现第一颗

固态颗粒, 标志着太阳系形成过程的开始[120]. 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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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过了大约 1000 万年, 像今天火星大小的地球胚胎

就已经出现, 所以地球和太阳系的年龄没有多少差

别[121].  
以地质尺度衡量, 地球圈层的分异也是相当迅

速的过程. 地球形成于 4550 Ma, 而最老的锆石测的

年龄为(4404±8) Ma, 说明此前已经有地壳, 留给地

壳形成过程的时间至多不超过一亿五千万年[122]. 地
核的形成更是个突变过程 [123], 因而有“铁灾变(iron 
catastrophe)之称”. 随着对地球形成初期演化资料的

增多 , 地质界早已在太古宙以前增添了 “冥古宙

(Hadean)”, 包括从地球起源到生命起源的一段时  
间[124]. 由于这段大约七亿年的历史(4550~3850 Ma)
并无直接的地质记录, 这种地质年代命名恐怕难以

持久, 已经有人提出显生宙以前将近 40 亿年的历史

决不止现在的三个宙(冥生宙、太古宙和元古宙), 至
少应该是五个宙[125]. 比如地球形成后 4000 多万年, 
就遭到一颗火星大小的星球撞击, 形成了月球, 但也

抹掉了地球此前的演化结果 [126], 这就应当是“冥生

宙”之前另一个宙的结束. 近年来的新发现, 将地球

早期演化中一些重要环节的时间大为提前: 格陵兰

发现洋中脊成因的岩脉, 说明 38 亿年前已经有洋底

扩张和板块运动[127]; 最早期古土壤所标志的“大氧化

事件(great oxidation event)”, 将大气中氧的出现提前

到距今 2450 Ma[128].   
近年来地球早期历史研究的进步值得大书特书, 

决非以上的轻描淡写所能概括. 然而在沉积记录出

现之前, 地球早期历史或者太阳系演化的历史, 很大

程度上是同位素分析与计算机模拟相结合的产物 , 
直接证据相对缺乏; 加上离今时间过于久远, 很难像

后期的过程那样查明精确的时间关系. 这些成果确

实扩大了地球系统科学的时间尺度, 但是探讨地球

系统科学在时间域里的问题, 还是要以较近的时期

作为重点, 其中核心问题就是时间尺度的汇合.  
前面说过, 由于学科分工造成时间尺度上的隔

阂, 正在随着科学进步而逐渐淡化. 地球过程在时间

尺度上的汇合, 已经成为新的趋势. 地球科学历史上, 
贯穿古今时间界限的研究成果并不罕见. 比如化石, 
本来是人们根据现代生物的知识, 去识别古代的化

石; 但是也有反过来的事例, 水杉(Metasequoia)和颗

石藻(Coccolithophores)都是先知道化石、后来才发现

还有现生生物存在. “深海风暴”也是先由地质学家根

据海底沉积和地形作出推测, 然后才通过海底观测, 
得到物理海洋学的证据和解释. 如果说当年被封在

岩盐包裹体里的细菌, 休眠了 2.5 亿年至今还能成 
活[129], 以至微生物“生”和“死”的界限都成了问题[130], 
哪里还能划得清“古代”与“现代”生物的界限? 总而

言之, “古”“今”之间的联通, 不同时间尺度的汇合, 
已经是地球系统科学的总趋势.  

4  穿越时间尺度的隧道 
以上回顾了地球系统科学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

的拓展, 并且通过所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探讨

了发展的趋势. 总的说, 各大圈层在空间里联系的认

识, 有了突破性的成绩; 然而有关过程在时间里的关

系, 还没有引起地球科学界足够的重视. “古”“今”的
鸿沟依然严重, 而且时间序列的分析又习惯性地集 
中在个别周期上. 地球系统科学将如何在时空尺度

的跨越中前进, 需要从科学的多尺度问题入手进行

分析, 然后再来讨论我们的对策.  

4.1  地球系统科学中的多尺度问题 

4.1.1  地球科学的时空尺度 

现代科学大为拓展了时空的范围. 时间上从宇

宙大爆发的 136 亿年(1017 s), 到现在能测到的最短时

间“微微微秒(attosecond, 10−18 s)[131], 跨了 35 个量级; 
空间上从宇宙可见直径的百亿光年(1026 m), 到基本

粒子的 10−20 m 等级, 跨越 40 多个量级[67]. 这里有趣

的是时空之间的关系: 空间大的过程, 其产物的延续

时间也长. 最大的空间当然是宇宙, 存在的时间也最

长; 相反的另一端是基本粒子 , 时空的尺度都最小

(图 5). 
从科学的大背景下看, 地球系统只占据其中的

一部分: 空间从地球直径的 107 m 到原子大小的 10−10 
m[67]; 时间的上限是地球产生以来的 1016 s, 下限可

以看成是毫微秒(nanosecond, 10−9 s). 更大的尺度属

于天文学和物理学, 更小的尺度属于纳米科学和基

本粒子的物理学, 包括最近提出的、针对 10−18 s 等级

的“微微微秒世界 (attoworld)”. 即便如此, 地球科学

还是跨越了 20 个左右的时空尺度, 其中也是空间范

围大的事物时间延续也长. 比如南北长达 24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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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地球科学时空尺度示意图 

内插图自左向右依次为: 电子活动、海洋细菌繁殖、南海盆地形成和宇宙大爆炸 

 
的南海, 海盆开始形成以来已经 3000 万年; 而几微

米大小的海洋细菌, 寿命却可以短到不足 10 分钟[132] 
(图 5). 正是这些跨越数 10 个时空尺度的事物, 构成

了复杂的地球系统; 跨越时空尺度, 是地球系统科学

绕不过去的学术挑战. “沿着这条尺度之路, 能够在

各个站点之间架起有效桥梁的科学, 应该是最有新

意和最激动人心的”[67]. 

4.1.2   地球科学中的多尺度分析 

地球系统在时空里的多尺度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其实, 多尺度现象在各种系统中普遍存在, 从生物学

到力学, 从化工到设计制造, 都有多尺度分析的需要. 
所谓多尺度分析, 就是要分析识别多尺度结构, 并且

认识其效应. 地球科学的复杂系统里, 不同尺度现象

的分辨, 往往能提供识别机理的钥匙. 10 多万米高空

的空间物理现象, 比起地面过程来应当比较单纯, 但
是多尺度问题同样重要. 比如极光, 在上百公里的大

尺度上规律清楚、而在小尺度上就具有混沌性质[133]; 
磁层亚暴多尺度现象的认识, 便有助于澄清不同亚

暴模型之间的争论[134].  
地球表面的情况相对复杂. 就拿土壤来说, 本身

就是个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 这里有岩石圈

的矿物, 有来自生物圈的有机质, 还有与水圈联通的

水分, 三者在土壤里的变化时间尺度不同: 矿物以

104年计, 有机质以 102∼103年计, 水以 10−2∼10−1年甚

至以分计, 但他们之间发生着相互作用. 因此如何保

持土壤的稳定条件, 就是一个多尺度问题[135].  
地球科学里的多尺度, 往往在空间和时间上一

起出现. 海洋里小尺度的波浪, 中尺度的涡旋, 再到

大尺度的环流, 既是空间、也是时间的尺度差异. 超
过一定的时间长度, 看到的就是全大洋的变化. 前面

谈到过海水化学成分, 溶解元素含量的变化反映了

大陆与海底两种输入量之间的平衡. 但是不同元素

的滞留时间可以差几个量级, 因此同样在 104 年尺度

的冰期旋回中, 各自的反应不一: 在海水中滞留时间

短的如 Os (3.5~5 万年)和 Pb(<30 年), 它们的同位素

变化反映出冰期旋回, 说明冰期时大陆的化学风化

速率下降 2∼3 倍; 而 Sr 和 Mg 的滞留时间分别 长达

200 万年和 1000 万年, 它们的同位素对冰期旋回并 
不敏感 , 反映的是地球系统在构造尺度上的演    
变[136,137].  

但问题在于这种多尺度性质, 通常都不是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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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看穿的, 如果不加注意地去分析时间序列, 就有

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危险. 古环境、古气候的研究, 
是成天接触时间尺度问题的学科, 而我们最习惯的

做法一是对曲线、二是谱分析, 一旦对上了某种周期

就可以发表论文, 但这不是探索气候变化的正确途

径 . 从晚第四纪入手的米兰科维奇学说, 集中在 2
万、4 万和 10 万年的周期上. 其实气候变化的时间尺

度是个连续体, 不但轨道周期在 10 万年偏心率之上

还有 40 万年长偏心率和百万年尺度的周期[138], 岁差

之下还有半岁差、1/4 岁差[139], 而且这些周期只反映

了古气候信息的一小部分, 大部分变量排除在我们

讨论范围之外[140]. “气候变率在所有时间尺度上都存

在, 而且气候过程是密切相联的. 因此要理解一个尺

度上的变化, 就需要对整体都有所了解”[141]. 所以说, 
尽管古气候定量分析是 20 世纪地球科学的亮点之一, 
实际上离谜底的揭晓还有很长的距离. 当 20 世纪早

期, 彭克用阿尔卑斯冰碛物研究冰期、米兰科维奇用

手算太阳辐射量的时候, 不可能奢谈什么多尺度和

连续体; 但假若事到如今还只会对曲线、对频谱, 科
学创新就只能是一句口号.   

4.1.3  “人类中心观”: 认识地球系统的障碍 

一部科学史, 其实就是人类不断开阔眼界、拓宽

时空视野的历史; 换个说法, 也就是人类不断克服自

身生理的限制, 进而认识世界的过程. 最重要的里程

碑是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哥白尼革命”. 人类生

活在地球上, 眼睛看到太阳上升和下山, 当然以为太

阳围着地球走, 所以“地心说”是人类直观的感觉. 感
官对我们来说过于重要, 健康人决不会去埋怨它们

有什么局限性. 但是时空尺度有 40 个上下的数量级

(图 5), 人类感官能够覆盖的范围实在太小. 空间上, 
肉眼只能看到真核生物中的大型生物—动植物 , 
但是作为地球生态系统根本基础的原核生物我们却

看不见, 在地球系统里“它们的生态过程影响着化学

元素周期表里几乎所有的元素, 默默无声地‘耕耘’了
40 亿年, 直到今天才有可能得到重新评价”[142]. 忽视

微生物、研究大型生物, 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大型生物. 
植物分类的创始人是瑞典的林奈, 有人设想:  “如果

林奈只有 10 mm 高, 钻进爱丽丝的小鞋里, 他会不会

去研究微生物, 而不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大树?”[143].  

在时间上 , 人活百年就是高寿 , 虽然不至于像

“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那样惨, 但是与地质

时期相比却实在太短, 在冰期旋回的尺度上你我不

算“朝菌”也是“蟪蛄”. 我们用来计时的“年”、“月”、
“日”, 适用于人类社会, 却无法适应地质过程. 地质

年表里用“年”计时, 说 53000 万年前“寒武纪大爆发”, 
其实和每过 3154 万秒过一次生日的说法一样别   
扭[144]. 一种不自觉的偏见, 就是拿今天的状况推向

古今, 以为历来就是如此. 地球系统有许多以为是固

定的参数, 其实都在变. 今天的回归线在 23.5º, 因为

这是今天地轴的倾角, 而倾角是以 4 万年的周期在变, 
每年减少半秒. 台湾嘉义 1908 年建造的北回归线塔, 
到 1996 年已经落在回归线以北 1.27 km, 到 9300 年

以后更要相差 90 km[145]. 今天的地磁轴与地球的旋

转轴之间相差 11°, 但是也在变, 从几千年的尺度看

两者是重合的[146]. 当我们研究地球系统的古老现象

时, 也总容易按照最近一万年 “全新世”的背景考虑

问题. 其实最近 200 万年地球两极都有冰盖, 这是地

质历史上近六亿年来独一无二的反常状态. 地球历

史上大多数时间里极地大冰盖并不发育, 因此也不

会有今天那种稳定的西风带, 也不会有极锋发育, 大
气和大洋的环流与今天根本不同[147].  

总之, 地球系统的时空尺度中, 能由人类感官和

寿命覆盖的部分太小. 因此拿人类尺度看地球系统

的“人类中心观”, 是一种“坐井观天”, 犹如天文学里

的“地心说”一样, 是地球系统科学发展的障碍. 当人

类处在农耕社会时, 这并不重要; 而对于想要宇宙航

行、开发深海的人类就决不能允许. 即便有了摆脱地

心引力的航天工具, 有了探索远古时代环境记录的

先进手段, 如果科学家的思维仍旧倾向于“人类中心

观”而不自觉, 就会像 500年前对付“地心说”一样, 需
要一场地球科学思维方式上的革命.  

4.2  古今结合穿凿时间“隧道” 

行文至此, 方才走到本文的题目: “穿凿地球系

统的时间隧道”. 说“穿凿”而不说“寻找”, 是因为现

成的“隧道”并不存在. 地球系统科学发展首先遇到的

问题是识别圈层间的相互联系, 发现跨越圈层的物

流与能流; 在此基础上, 下一步的任务在于解译这复

杂系统的运行机制, 这样才有预测的功能. 如果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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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重点在于过程的空间分布, 那么后一步的关键

是过程的时间关系. 不同尺度的过程如何在时间上

相互结合、形成系统, 这正是地球科学的弱点所在. 
固态和流态地球科学历史渊源不同, 而人类在时间

上的穿越能力又远远落后于空间, 可以预见时间尺

度问题必将成为地球系统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症结 . 
为此, 我们提议尽早着手, 从技术手段、思想方法和

研究计划等几方面入手, 在地球系统科学的大工程

里穿凿“时间隧道”.  

4.2.1  跨越尺度的时间序列 

克服时间尺度上的“古”“今”鸿沟, 客观条件是要

建立跨越尺度的时间序列, 办法是从历史记录和现

代过程“两头抓”. 第四纪高分辨率古气候研究, 三、

四十年前最好的是深海沉积, 一、二十年前是冰芯, 
近年来又有石笋, 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哪种更好的材

料, 因为这里不仅是样品的分辨率、还需要有精确的

定年手段和替代性指标. 为取得更早、更长的记录, 
特别重要的是建立古老地质年代的高分辨率剖面 . 
近年来岩芯和井壁扫描技术的发展, 和越来越多元

素的同位素分析, 都是建立高分辨率古代记录的支

撑.  
对于更多的地球科学工作者来说, 现代过程的

时间序列更为直接. 前面说过(见 3.2.1), 现代过程的

连续观测起步很晚、又长期不受重视, 因此长时间序

列的观测记录相当稀少, 最老的器测气象记录只有

350 年[148]. “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 唯一的办法

是加紧设置观测网, 系统收集相应数据. 近年来, 各
种大气、海洋和陆地的观测台网纷纷建立, 2005 年又

开始建设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 是地球科

学从零星的“调查”转入系统观测的重要转折. 特别是

原地实时观测系统, 既能录取长期记录、又能及时报

告数据, 是防灾减灾的福音. 比如地震的实时监测, 
就有可能将地震预警变为现实[149].  

需要强调的是极端环境的观测, 比如深海和极

地, 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海底联网观测系统的建设. 
这种布设在海底的观测网, 用电缆和光纤供应能量、

收集信息, 连续多年进行自动化观测,随时提供实时

观测信息. 人类历来在海洋之外对海洋作短暂的观

测, 海底观测网使人类“常驻”深海海底, 把实验室设

在海底, 对大洋系统的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过程

作实时的原位观测[150], 甚至在海底钻孔里设置仪器, 
观测“海底下面的海洋”与“深部生物圈”[151]. 这是继

地面/洋面和空间之后, 人类观测地球系统的第三个

平台, 也是改变人类与海洋的关系的根本性举措[152]. 
由于地质记录里不能解释的众多现象, 产生在与今

天深海海底相似的环境中, 深海海底的长期观测, 对
于解释地球系统的古老过程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4.2.2  跨越时间尺度的思想方法 

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得益于技术的进步, 比如

空间覆盖有遥感, 时间覆盖有观测技术, 但两者都要

依靠人脑才能成为科学. 不同尺度过程的系统整合, 
一方面依靠实际资料做基础, 另方面必需依靠数值

模拟形成系统. 这里首先遇到的就是共同语言问题, 
需要现代过程与古代记录的研究者之间, 在数据生

产者与数值模拟者之间, 找到都能理解和使用的共

同语言 . 生态学的 biome (生物群区)与 functional 
group (功能群)就是成功的例子, 这不是从生物分类

出发, 而是从生物与环境交换的物流与能量流出发

形成的概念, 能够将现代或者古代生物研究的结果, 
用于气候变化、碳循环等的数值模拟, 无论在陆地或

者在海洋里都有很好的结果[153]. 然后就是实际观测

资料和计算机模拟的结合. 实际资料永远不可能占

满全部的时间尺度, 地球过程的运行机制也不会直

观地得出, 这就是数值模拟的重要性. 最近用海气同

步耦合环流模式研究冰期后的气候变化揭示了

Bøolling-Allerød 暖期的成因[154], 就是模拟与资料结

合的成功实例.  
依靠人脑的关键, 在于跨尺度分析的能力. 需要

从原来本学科的局限性里走出来, 进入多尺度的时

空世界, 换一种思维方式. 前面说到波浪、漩涡和洋

流, 代表了不同时空尺度的海洋现象, 现在需要探讨

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不同尺度之间的关系, 是
个崭新的题目, 各个领域里普遍存在. 古气候里千年

尺度的温度变化, 最大的变幅与频率既不在盛冰期、

也不在间冰期, 而出现在氧同位素 3 期, 冰盖不大不

小、也就是最不稳定的时期. 同样的道理, 磁场强大

的时候磁极稳定, 磁场弱的时候磁极容易变动, 因此

千年尺度的磁极偏移, 也就出现在磁场强度最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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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图 4)[14]. 如此看来, 当一种过程处于稳定状态

(mode)时, 次一级尺度的变化受到压制; 当上一级尺

度不稳定时, 次一级变化就会加强. 这种认识有多大

的普遍性有待查证, 但尺度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肯定

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新方向.  
同样, 相似过程为什么呈现不同尺度的周期, 又

是一个有趣的命题. 有的比较直观, 比如海水氧、碳

同位素的周期变化, 4 万年、10 万年的冰期旋回, 以
氧同位素的反应最强, 而 40 万年的偏心率长周期, 
以碳同位素的表现最为清晰. 这里的原因在于海水

里氧的滞留时间短, 碳的滞留时间长达十几万年[155]. 
有时候不同尺度的周期具有不同的成因. 海洋碳酸

盐周期的根子在于海水化学, 104∼105 年轨道尺度的

变化主要由阴离子 CO3
2−引起, 与气候变化直接联系, 

但 108 年尺度的主要受阳离子(Mg/Ca 比值)控制, 与
大洋中脊的扩张速率相关[156].  

地球系统中跨越圈层的过程, 在时间尺度上的

关系比较复杂. 冰盖融化和地壳反弹属于不同时间

尺度的现象, 其实也就是水圈与岩石圈过程的差异. 
同一个水分子, 在不同圈层中的滞留时间极为悬殊. 
河流里水的滞留时间为 10−2∼10−1 年, 在大气圈里只

有几天(10−2年), 而在深层的地下水可达 104年, 作为

冰在极地冰盖可达 104∼105 年, 一旦随板块俯冲进入

地球深处 , 在地幔里的滞留时间就会以亿年计(108

年). 碳在地球表面的气圈、水圈和生物圈里的滞留时

间一般在 100∼101年[157], 但在海洋沉积中就要高出三

个量级, 长达 10 余万年(105 年), 至于从风化作用到

变质作用的地质循环里, 碳的滞留时间长达 107 年以 
上[158]. 这正是气球系统复杂性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 地球系统的多尺度问题, 是在时间和空

间里同时出现的.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 一个复杂系

统的认识, 往往从某个地点或者某个时间尺度上先

行突破, 然后才认识其多尺度结构. 比如冰期旋回的

轨道周期, 米兰科维奇当年首先从北纬 65°的夏季太

阳辐射量着手计算, 发现由此引起的温度变化能够

周期性地产生冰期. 正因为抓住了这个“牛鼻子”, 才
能提出气候变化的轨道驱动假说, 才实现了古气候

定量研究的突破. 但是后来的研究, 发现这 65ºN 的

夏季辐射量, 无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足以解释气

候变化的记录. 阳光普照大地, 不仅北半球高纬区, 

其实南极区和热带低纬区的太阳辐射量的变化, 也
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 地球轨道变化驱动的气候

周期, 主要靠的是 2万年的岁差和 4万年的斜率变化. 
由于南、北半球岁差周期的相位相反、互相抵消, 才
使得冰盖消长的记录以 4 万年的斜率周期为主[159]. 
此外, 决定北极冰盖消长的也不只是最高温度或者

平均温度, 夏季也就是融冰季节的时间长度对于冰

盖的消长也至关重要 , 而这长度又取决于斜率周  
期[160], 正是这些因素突出了斜率周期在冰期旋回中

的重要性[161]. 至于低纬地区太阳辐射量的变化, 主
要表现为对季风和信风气候的影响, 因此热带辐射

量变化的 2 万年岁差周期, 在季风降雨和信风带生产

力纪录中最为明显[102].  
迄今为止, 地球系统科学取得的巨大进展来自

跨越圈层的多学科研究, 主要属于空间的跨越; 下一

阶段进一步的发展, 要求实现在时间尺度上的跨越. 
科学家不见得能够“博古通今”, 但是需要有跨越时间

尺度的意识. 我们看到, 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批以探

索机理为宗旨、不顾古今时间界限的地球科学家, 已
经取得了耀眼的辉煌成果. 且不说在研究古季风与

轨道周期方面, 早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大气科学

家 John Kutzbach、Andre Berger 和他们的合作者与弟

子, 近来有些立足现代地球科学的专家, 对于古代过

程的研究从基本原理上提出了创新的思路与批评 . 
物理海洋学家 Carl Wunsch 从物理学的角度, 提出了

对古海洋学的一系列新认识, 其中包括对大洋温盐

环流“大洋传送带”的质疑和对气候演变中时间尺度

连续性的观点. 生物学家 Paul Falkowski 从海洋浮游

植物入手, 研究生物和环境关系及其演化, 最近五年

里仅 Science 和 Nature 就发表文章 11 篇. 大气科学家

Ray Pierrehumbert 在研究当前气候变化的同时, 也
探讨“雪球地球”时期的气候; Peter Webster 讨论现代

季风与水文循环的时候, 将内行星大气圈的演化进

行比较……. 可喜的是, 我国地学界已经在摆脱时间

尺度的束缚, 开始探讨全球性问题, 例如大气科学界

对于全球地理变化气候影响的研究[162]. 相信穿越时

间尺度研究之花, 必将在我国盛开并结成硕果.  

4.2.3  跨越时间尺度的研究计划 

环顾当前国际研究趋势, 一种是全球化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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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库和网上交流探讨全球性问题; 一种是在

观测资料和数值模拟的基础上进行机理的探索. 近
年来的文献中, “工厂”、“引擎”、“机器“之类的关键

词频频出现, 正是机理探索的反映. 板块活动中早已

使用“俯冲工厂(subduction factory)”标志俯冲带的物

流 机 制 [163], 沉 积 学 里 也 提 出 了 “ 碳 酸 盐 工 厂

(carbonate factories)”探讨碳酸盐的各种成因机制[156], 
细胞演化在讨论输入蛋白质的“分子机器(molecular 
machines)”[164], 极地环境在谈论 “ 降尘机器 (dust 
machine)”[165], 最近提出驱动地球上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的有“微生物引擎(microbial engines)”[166]等等, 其
共同点都是在探求机理, 与我国的研究计划不大相

同.  
以探索机理为目标的研究计划, 常常需要跨越

时间和空间的尺度, 这里可以举沉积学研究为例加

以说明. 沉积作用的研究, 既可以在单个剖面上作地

层学研究, 也可以从河流上游山区到深海盆地看成

一个系统来研究, 这样“从源到汇”研究沉积作用, 构
成一个空间系统. 但是这种空间系统里至少包含两

个时间尺度上的整合: 一个是在正在发生的物质运

移, 其中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整合, 属于现

代沉积学; 另一个是时空大尺度、地质学的整合, 这
就是“层序地层学”. 这两者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并不相

同,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 STRATOFORM 计划, 就
是把现代沉积学、地层学和数值模拟的专家组织到一

起, 利用短期沉积过程(<100 年)的研究, 去求取长期

地层纪录(104∼106 年)的解释. 时间尺度上采用大跨

度的方法, 从秒级的波浪周期, 到 107 年的地层周期, 
从海底观测的三脚架和沉积捕集器, 到多道地震和

大洋钻探, 两类时间尺度间的缺口, 依靠计算机模拟

解决[167]. 这种现代过程与地层记录的整合, 就像当

年将古埃及和古希腊文字连接起来的罗赛塔石碑

(Rosetta Stone) 一样, 在现代沉积学和层序地层学之

间架筑桥梁[168].  
跨越古今的另一种途径是将极端环境现代过程

的研究, 和地球演化的早期过程相结合. 太古代的地

球系统与今天截然不同, 但是在古老的陆地地层中

保存了太古代的环境记录, 在深海的海底热液区还

有与太古代相似的环境存在. 日本在 2000 年起开展

了 5 年为期的“太古代公园(Archaean Park)”计划, 通

过在洋中脊的钻探和观测, 研究热液区深部生物圈

和环境的关系 , 探索太古代生命起源的环境等问  
题 [169]. 欧洲基金会从 2005 年起开展“太古代环境 
(ArchEnviron)”研究计划, 通过对西澳、南非和加拿大

太古代地层的分析及与现代深海热液区的比较, 采
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对于地球形成初期 20 亿年的

大气、海洋、地壳与生命进行探索.  
我国的科技投入近年来有显著的增长, 但是比

较缺乏在战略上具有开拓性的大型计划. 在地球系

统科学框架下, 如何组织跨时间尺度、跨学科界线, 
能有重要国际影响的重大计划, 应当是决策层认真

考虑的问题.  

5  结束语 
以上用长篇大论讨论地球系统时空的多尺度性, 

目的是说明圈层相互作用不仅在于物质和能量流的

空间组合, 还有着不同过程在时间尺度上的复杂关

系, 随着地球系统运行机制探索的深入, 时间尺度上

的问题将会变得更加突出. 我们研究的地球系统里, 
既有宇宙大爆炸留下 136 亿年前的残余微波[170], 又
有每 10 分钟繁殖一次的海洋细菌[132], 是一个极为复

杂的系统. 沟通不同尺度的“时间隧道”, 恐怕需要几

代人的的努力才能“穿凿”打通. 我们以前说过, “地球

系统过于复杂, 不大可能用牛顿定律或者门德列也

夫周期表这样简明的基础理论加以概括, 但是必然

会有地球系统运行、演变的自身规律” [142]. 随着全球

性数据和高分辨率技术的出现, 揭穿这种规律的时

机正在成熟. 如果说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对全球性科

学进展缺乏重大贡献, 使我们深感愧疚, 那么现在研

究条件空前改善的条件下, 炎黄子孙们应当有参与

“问鼎“的雄心.  
可以推断, 地球系统运行机制下一步的突破口, 

在于时间尺度上的穿越. 一、二十年来, 地球圈层相

互作用的研究取得了划时代性的进展, 但是时间尺

度上还是围绕人类社会的“需求”而比较局限. 现在, 
对于空间关系的研究远远超过时间尺度上的进展 , 
这里有资助系统的倾向, 也有学科分工历史原因的

影响. 总的说, 科技在时间域里的进展不如空间, 但
只有克服不同时间尺度的障碍, 才能理解不同圈层

在空间里的结合. 也就是说, 只有既能跨越空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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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跨越时间的研究者, 才有可能解开地球系统运行规

律之谜. 这种学术上的突破, 不仅将为环境预测提供

科学依据, 也将使矿产资源勘探的理论进入新时期.  
今天的地球科学, 已经很少有不涉及学科交叉

的领域[171]. 但是我国至今没有欧美那种地球科学交

叉的大型会议, 学科交叉往往被误会为多学科联合

拿项目、出文集, 严重缺乏相互渗透、相互理解的过

程. 我国从事现代过程研究的科学家和研究地质历

史过程的科学家, 分别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 但
是极少在国内进行跨越时间尺度的交流、合作. 从我

国的自然条件、地球科学队伍以至东方思维的特色来

看, 地球系统科学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是时间问题. 
当前各科技部门都在研讨战略、制定规划, 建议充分

重视地球科学时间尺度上的跨越, 争取以新的思路

推进学科发展, 迎接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 2020 年

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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